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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2006—2021 年 35 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以 2011 年沪渝房产税改革试点作为自然实验,从居民

收入分配和政府公共服务两个维度,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房产税改革的影响效果。 结果表明:(1)总体上,房
产税对社会公平存在异质性影响,重庆税改方案的公平性较强,上海相对较弱;(2)“重庆模式”有助于缩小居

民收入分配差距,“上海模式”则相反,但两种模式都显著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对此,可采取如下

措施:优化税改方案,扩推房产税改革;规范化公共服务,稳定财政收入来源;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注重城乡统

筹发展;注重“差异”与“适用”,突出地方税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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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阶段,公平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

机会均等,效率侧重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程

度,“公平与效率” 成为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2035 年要缩小城乡区域发

展和居民生活的差距,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目标① 。 《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 也明确指

出稳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保

障② 。 然而,在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
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收入差距仍未达

到理想状态。 2003—2018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

一直在 0. 46 ~ 0. 49 波动,显著高于国外发达国

家 0. 24 ~ 0. 36 的水平③ ,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已

然成为不可小觑的社会问题。 纵观不同群体的

财富差距,在住房拥有上体现得较为明显[1] 。 从

财产结构看,城镇居民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

的 71. 35%,农村占比 52. 28%;从住房构成看,
城镇居民以购买价值更高的新建商品房为主,占

比达 36. 26%,自建住房仅占 24. 43%,而农村自

建住 房 占 比 53. 18%, 购 买 新 建 商 品 房 仅 占

21. 81% ④ 。 房产税可以调节贫富差距,其税改方

案备受各界关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房产税正式成为地方

税种,其收入归为地方财政。 但长期以来,我国房

产税“重流通轻保有”,未能实现理想中对财政收

入的贡献,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调节。 2020 年国

务院强调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房产税作为

直接税和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今后税制改革

的重点⑤。 但直到现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于中

国房产税如何设计仍存在争议。 2011 年,重庆和

上海分别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⑥,试图通过征收房

产税达到调控房地产的效果。 以此为依据,许多

学者对房产税效果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多
集中在房产税对房价[2-3] 、土地[4-6] 等影响,但少

有关注到房产税的社会公平性研究。 房产税作为

房地产保有环节直接税,税收收入稳定,能够增加

地方财政收入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7] 。 一方面,
房产税会直接影响财政收入的可得性。 政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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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征收房产税,对相对收入较高且拥有房产的

人征税,获得的税款可投资在该区域的公共服务

领域,使低收入人群在承受较低税负的情况下享

受到同等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通过征收房产税,
可将从高收入群体手中征收的税收收益转移到低

收入群体中,起到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8-9] 。
基于此,本文研究 2011 年重庆和上海实施房产税

是否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

响,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房产税提供直接的

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在总结和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的基础

上,以沪、渝试点为依据对房产税开展研究。 众多

学者研究了房产税实施后对房价的影响,该类文

献主要关注房产税是否能够有效抑制房价的上

涨,且研究结论不同[2-3] 。 例如,于静静和周京

奎[2] 发现,征收房产税会提高中小户型住房供给

的价格,降低大户型住房的价格;李言和毛丰付[3]

指出,房产税税率提高 1%,房价波动就会减少

15. 24%。 还有部分学者从土地出让行为的角度

进行研究,认为房产税能够显著降低房价与土地

价格的均衡值,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

为,并通过房价、企业成本和投资来抑制地方政府

的土地财政依赖[4-6] 。 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在不同

的房产税设计中,房产税的征收对产业的影响有

很大差异。 比如刘友金和曾小明[10] 认为,重庆开

征房产税对工业、服务业的相对产值和就业率均

有促进作用,上海开征房产税却降低了工业和服

务业的相对产值,增加服务业的相对就业率;杨励

和欧嘉丽[11] 指出重庆的房产税提高了地区产业

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上海的房产税对房价上

涨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房产税的发展能否弥合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存

在争议[7] 。 国内研究房产税的公平性多以公共财

政发展为导向,政府将税收收入通过财政支出作

用于公共服务。 从基本公共服务角度而言,开征

房产税通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间接影响基本公共

服务的可能性亦不可忽视[12] 。 实证结果表明,金
海燕和李佩[12]指出房产税改革改善了沪、渝两市

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及

城市生活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均有促进作用。 同

时,房产税有利于实现地方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尤
其显著提高了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优化资源

配置[13] 。
少数文献研究了房产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

影响,房产税对房价起辅助而非调节作用,最终

应定位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 [ 14] 。 征收以不动

产为对象的房产税实质是收入再分配的过程,
尔后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再次分配社会财富,进
而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 15-16] 。 段梦等指

出房产税改革提高了政府收入,降低城镇和农

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

财富分配差距 [ 17-18] 。 邓翔和何瑞宏 [ 19] 同样认

为提高房产税率后,房产出现“ 再分配效应” ,
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差距。 也有研究表明房产

税会抑制公平性效果的发挥,无法对收入分配

不公起到调节作用, 而且会产生社会福利损

失 [ 20-22] 。 刘学良和段全伟 [ 23] 发现房产税起到

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有限的。 在考虑税负转嫁

时,房产税的再分配效果显著降低,收入低的租

户因房租上涨实际承担税负,抵消了减免措施

在收入调节方面的效果。
部分观点认为房产税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是

累退性,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福利损失[24] 。 有研

究表明,房产税改革对社会福利损失和对经济波

动的负面影响缩小,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最

明显[25-27] 。 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房产税对消

费的影响,比如李俊松和王军[9] 利用 DID 模型发

现其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居民消费倾向和发展

型消费支出,且对后者的影响力度更大,而生存型

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郭将和许泽庆[28] 指出不同

房产税的影响有所差别,“重庆模式”对地区消费

具有持续的抑制作用,而“上海模式”短期抑制居

民消费,长期则有促进作用。
还有研究认为我国房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具

有周期性,不同地方实施房产税前后的基尼系数

和收入累进程度不同[29] 。 孙慧文[30] 指出短期内

重庆房产税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

距,长期会减弱其效果。 而上海试点则相反,甚至

会扩大差距。 赵丙奇、林圣豪和章合杰[31] 认为重

庆房产税试点降低了高档商品房的价格,但提高

了普通住宅价格,减少了中低收入购房者的福利。
李永刚和刘伟[32] 发现上海市提高房产税税率使

·18·



得房产税增收效果更明显,重庆市则相反,其下调

房产税税率会导致房产税增收。
综上,众多学者对房产税的公平性效果开展

了多方面研究,但仍存在些许不足。 如多从定性

角度分析房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实证分析尚显

薄弱;仅从单一维度对房产税的公平性效果进行

分析,缺乏细化解读。 有鉴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通过探究房产税影响社会公平的内在

机制,将 2011 年沪渝房产税改革试点作为自然实

验,尝试从个人收入分配和政府公共服务两个维

度,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税改方案对社会公平性

的影响效果,并探析两地效果产生差异的原因,以
期为优化房产税政策,在全国扩推房地产税提供

经验依据。

三、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背景

房产税在中国有一定的历史。 1950 年 1 月政

务院公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规定全国统

一征收房产税,并在同年 6 月将房产税和地产税

合并为房地产税。 从发布《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

例》到并入工商税,再到 1984 年恢复对企业征收

城市房地产税来看,中国早在 20 世纪就存在房产

税。 但是,我国早期的房产税主要面向经营性住

房,例如商业用房和出租的住宅等,而对于个人自

住房产则相对宽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

的公平和效率。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个
人持有的房产数量和价值不断增加,而这部分房

产在持有和消费环节并未被纳入税收征收范围,
导致税收的漏损和流失。 在征收环节上,主要集

中在房产交易环节,例如对房屋买卖和租赁行为

征税,而对于房产持有和使用的环节则相对较少

涉及。 在征收范围上,主要面向城市、县城、建制

镇和工矿区等区域,而对于农村地区和部分特殊

区域则相对宽松。 这种有限的征税环节和范围并

不符合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难以全面反

映房产的价值和收益。
为了完善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提高税收的

公平性和效率性,我国进行了房产税改革。 改革

后的房产税更加注重对持有和消费环节的课税,
同时扩大征税范围,以更好地适应我国房地产市

场的实际情况。 从此逻辑看,沪渝试点开征房产

税是在原有税种征收范围扩大、税率和计税基础

上的调整[33] 。 2010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 2010 年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首次

提出要推进房产税改革⑦。 2011 年重庆和上海正

式开征房产税,其不再仅仅停留在政策讨论和规

划阶段,而是真正开始实施并征收税款,标志着房

产税在我国进入实质性征收阶段⑧。 2021 年“十

四五”规划中再次提出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

方税体系,进一步明确房产税作为地方税收的主

要来源。 可见,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愈加

明确,择时推进房产税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未来

方向[34] 。
虽然上海和重庆都于 2011 年开始房产税试

点,但试点目的不同。 上海房产税试点目的包括

完善地方税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重
庆房产税试点主要为调节收入分配,引导住房消

费合理化。 可见,上海试点目的相对更全面,而重

庆则较单一。 具体而言,沪渝两地税改方案中存

在细节差别,对房产税的实施效果可能有不同的

影响。
从征税对象看,重庆改革方案中对居民的存

量和增量房均征税,税基更窄;上海主要针对增

量房,上海针对本市居民家庭在当地新购且属于

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非本市居住家

庭新购房产一律征税,税基相对更宽。 从税率

看,重庆对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采取 0. 5%、
1%和 1. 2% 的三级差别税率, 对普通住房按

0. 5%的比例税率;上海采取 0. 6%的基本税率和

0. 4%的优惠税率。 从税基看,上海为交易价格

的 70%,而重庆为交易价格全额。 从免税面积

看,重庆以家庭总面积为标准,试点改革后新购

的独栋商品住宅、高档住房的免税面积为 100 平

方米,且对非本市居民购买的住所不免税;上海

以家庭人均面积为标准,低于 60 平方米的免征,
超出部分征收。⑨表 1 归纳了沪渝两地房产税试

点暂行办法。
总体上看,重庆的房产税更严格和公平,而

上海的房产税相对宽松 [ 11,
 

28] 。 基于公平性的

内在考量,以“ 受益论” 角度,房产税通过增加

财政收入和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助力整个社会

群体受益 [ 35] ;以“ 新论” 角度,竭力避免资本扭

曲,通过累进税率将其转嫁给高收入者,使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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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资本化 [ 36] 。 由此,是否利于社会公平可作

为房产税实施效果的评价标准之一。 本文将从

居民收入分配和政府公共服务两个维度探究房

产税的效果,前者强调纳税人税负变化对可支

配收入的影响,后者分析房产税对政府公共服

务的影响。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探究“ 重庆模

式”和“上海模式”对地区公共服务和收入差距

的差异性影响。
表 1　 2011 年上海和重庆房产税实施细则比较

上海 重庆

范围 全市 主城九区

征税对象 (1)本市居民家庭新购
第二套及以上住房

(1)个人拥有独栋商品
住宅或新购高档住房

(2)非本市居民家庭新
购住房

(2) 本市同时无户籍、
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
新购第二套及以上普
通住房

税基 应税住房交易额的70% 应税住房交易全额

税率 0. 4%、0. 6% 0. 5%、1%、1. 2%

税收优惠 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
住房面积人均不超过
60 平方米的可免征

已购的独栋商品住宅
的免税面积为 180 平
方米,新购的独栋商品
住宅和高档住房免税
面积为 100 平方米

(二)房产税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房产税作为基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调

节财产分配差距是首要目标 [ 37] 。 地方政府作

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财政收支匹配是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的重要前提,而税收又

是财政收入的保障。 房产税能否成为地方主体

税种存在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可有效缓解

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激励政府更好实现公共

服务职能。
作为受益税,房产税与居民自身享有的基本

公共服务数量及质量直接相关。 根据利益对等

原则,纳税人与受益人相匹配,将激发其监督使

用税款[38] ,这就涉及到房产税与基本公共服务

改善的良性循环。 郑思齐、孙伟增和满燕云研究

发现,若将房产税用于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公

共服务改善和城市建设,居民对其开征的支持度

将高达 71% [39] 。 因此,充分保证房产税的“受益

税”特性,使得税款收支公开、透明[1] ,使居民感

知到房产税与自身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间的密切

联系,实现居民层面的纳税遵从和政府层面地方

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12] 。

房产税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所得主要

用于公共产品供给,激励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水

平。 作为地方税,房产税具备税源稳定、税基宽

泛等优点,成为完善地方税体系、拓宽地方财政

收入的重要渠道。 尽管由于税率低、税基窄的税

制设计,沪、渝征收的房产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

占比有限,但试点期间房产税正向影响两市财政

收入的事实不可否认。 一方面,根据资本化效

应,公共服务的价值将资本化到房产价值中,影
响房产税的征税基础。 房产税能带来持续稳定

的收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将之用于

基本公共服务。 同时,公共服务的资本化将提升

房产价值,进而提升房产税的税基,形成良好的

循环[11] 。 另一方面,基于“用脚投票”理论,良好

的公共服务可以有效提升人口留居意愿,增加课

税主体的数量[40] 。 开征房产税并将之用于基本

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可以吸引人口流

入,房产税的课税主体增多,地方政府可以获得

更多税收收入。 保持“ 居民流入—房产需求增

长—房产税增多—公共供给上升” 的良性循环,
进一步提供优质公共服务[12,41] 。

随着居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居民对基

本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有效满

足居民需求,重庆市政府加大了对基本公共服

务的投入和建设,房产税对地方财政的增收作

用强化了这一效果 [ 12] 。 房产税实施细则方面,
相对更大实施力度的重庆试点对房价的过快上

涨具有更强抑制作用, 更有利于吸引人口流

入 [ 22] 。 从征收对象看,对本地与非本地居民

“一视同仁”的征税规则,有效降低全体居民的

居住成本和生活压力,对人口流入也有一定吸

引力,形成良性循环。
相较重庆,上海的实施细则对地方财政的增

收作用较小。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和金融

中心,其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位居全

国前列。 同时,上海的高房价具有筛选作用,吸引

愿意享受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且具有较高居住成本

承担能力的群体。 房产税进一步改革后,政府应

根据服务对象的现实需求,明确公共产品和服务

的定位,将税收收入用于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12] 。 由此,我们提

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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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在沪渝改革试点中,开征房产税有助

于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房产税与收入分配差距

如前所述,房产税主要定位于调节财富分

配,对政府公共服务有所影响。 从 1986 年提出

征收城市房产税始􀃊􀁉􀁒,到 2011 年沪渝改革试点,
再到 2019 年提上立法议程,房产税改革条件日

趋成熟,从沪渝税改入手探究房产税对收入分配

差距的影响效果很有必要。 沪渝税改方案体现

“公平”的导向,如在房产税用途上,上海用于保

障性住房建设,重庆用于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和维

护;在税率设置上,指向性明显,均对高档住宅采

用累进税制,对低收入者和合理需求的住所给予

减免,具有社会福利的性质,都是对收入分配的

再调节,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 在市场经济

中,开征房产税会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动,波及个

人的收入分配计划,具体体现在征收和使用

环节[42] 。
一方面,房地产自身的投资属性,加剧购房者

遵循“高税率重理性,低税率多盲目”的心理。 开

征房产税有助于遏制非刚性的购房需求和房地产

市场的投机行为,增加持有成本,缩小资产升值带

来的收入分配差距。 针对富有群体,强调税收与

纳税群体的匹配性,遵循“高收入从高,低收入从

低”的原则,以此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税收多层次

公平􀃊􀁉􀁓。 另一方面,房产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受制于税率及征税对象的范围,针对存量房和增

量房征收房产税,直接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

影响居民收入差距[9] 。
从 2011 年房产税实施细则看,上海和重庆两

试点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不同。 重庆房产税试

点对抑制高端住宅有一定作用,有利于缩小收入

差距。 然而,上海房产税试点主要针对增量房,并
未影响拥有存量房的富有群体,其对收入分配的

影响可能并不如重庆试点直接和明显。 简言之,
重庆房产税试点体现了收入分配公平原则,而上

海房产税试点则体现 了 一 种 效 率 至 上 的 精

神[26,
 

43] 。 上海大部分拥有住房的群体是本市居

民,外来人员受限于积分制、社保等条件,购房难

度较大。 本市居民作为住房出租方,将税收转嫁

到租房者身上,使其承担更高的租房费用,压缩原

本就低的消费支出,反而扩大收入差距[28] 。 由

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 2:在沪渝改革试点中,开征房产税有助

于缩小重庆居民的收入差距,但对上海居民收入

差距的影响有待考证。

四、研究设计

(一)合成控制法

重庆税改政策较为严谨,重点在于高档住宅

的调节,税率高且划分细致,侧重于调节居民收入

分配。 而上海的政策相对宽松,更具普遍性,税率

较低且划分不细,偏重于抑制炒房。 但开征房产

税究竟对居民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产生怎样的影

响,需使用实证模型进一步检验。
合成控制法由 Abadie 等 [ 44] 提出,通过设立

控制组拟合处理组在政策未实施条件下的变化

情况。 在重庆和上海房产税改革的背景下,假

设存在 M+1 个地区,其中 M = 1 ( 试点地区) 为

政策执行的实验组上海或重庆,其他 M 个城市

(对照地区) 为未征房产税的城市。 T0 为 2011
年进行房产税试点的时间,F 为公平性效果,本
文具体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政府公共服务均

等化。 FN
it 和 FQ

it 表示分别表示城市 i 在第 t 期
未征和开征房产税时的公平性效果;α1t = FQ

1t -
FN

1t 表示征收房产税对沪渝两地公平性效果的

影响,由于无法观察到 FN
it ,通过构造“ 反事实”

变量来估计:
FN

it = δt+θtZ i+λ tμi+εit (1)
其中,δt 为时间固定效应;θt 为(1×K)维未知

参数向量;Z i 为(K×1)维不受房产税试点影响的

控制变量;λ t 为(1×F)维不可观测的公共因子向

量;μi 为(F×1)维系数向量;εit 为无法观测到的

短期冲击。 选取以控制组加权来近似拟合 FN
it ,未

进行房产税试点的 M 个城市构成(M×1)维向量,
相应的权重向量为 W = (w2,…,wM+1 ) ′,对任意的

m= 2,3,…,M+1,满足 wm⩾0 且 w2 +…+wM+1 = 1,
公平性效果可由潜在的合成控制组经过不同权重

组合 W 来表示:

∑
M+1

m= 2
wmFmt = δt+θt ∑

M+1

m= 2
wmZm+λ t ∑

M+1

m= 2
wmμm+∑

M+1

m= 2
wmεmt

(2)
假设存在权重向量 W∗ = (w∗

2 ,…,w∗
M+1 ) ′满足

∑
M+1

m= 2
w∗

m Zm = Z1, 且 对 任 意 t ∈ [ 1, T0 ] 均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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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m= 2
w∗

m Fmt =F1t,若∑
T0

i= 1
λ′tλ t 为非奇异矩阵,那么

FN
1t - ∑

M+1

m= 2
w∗

m Fmt = ∑
M+1

m= 2
w∗

m ∑
T0

s= 1
λ t ( ∑

T0

n= 1
λ′nλn ) -1λ′s

(εms-ε1s) -∑
M+1

m= 2
w∗

m (εmt-ε1t)

(3)
若政策前的时间段相对于房产税实施的时间

范围较长,那么公式(3)右边的均值将趋于 0。 因

此在政策实施期间,可用∑
M+1

m= 2
w∗

m Fmt 作为 FN
1t 的无偏

估计,得到政策效果的估计值为:

α

(

1t =F1t-∑
M+1

m= 2
w∗

m Fmt (4)

(二)指标选取

作为预测变量,居民层面的收入分配差距用泰

尔指数来衡量,对于政府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照武力超、林子辰和关悦[45] 、金海燕和李佩[12] 的

做法,选取公共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及资源环

境 4 大类一级指标,11 个子指标􀃊􀁉􀁔,使用主成分综合

评价法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进行测度。
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Tit = ∑
n

i= 1

Iit
I

×ln
Iit / I

P it / P( ) (5)

其中,Tit 为泰尔指数;Iit 为各地区居民收入;I
为地区居民总收入;P it 为各地区居民人口;P 为地

区居民总人口。
考虑合成控制法的拟合效果,合成的重庆

和上海决定公平性效果的各项因素应尽可能和

实际一致,选取下列因素作为预测控制变量: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代表城市消费状况,年末金融

机构存款余额代表城市金融发展环境,职工平

均工资代表劳动力成本,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

额代表居民潜在消费力,城镇登记失业率代表

城市就业情况,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代表

城市工业发展水平, 城镇化率代表城镇发展

状况。
本文使用 2006—2021 年 35 个大中城市的面

板数据来分析征收房产税对重庆和上海社会公平

性效果的影响􀃊􀁉􀁕。 根据合成控制法的要求,上海和

重庆作为处理组,其他 33 个城市作为参照组,数
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

网站。 为消除异方差,对绝对值取对数处理。 各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表 2—表 5、图 1—图

6 均由 stata17 操作完成,特此说明)。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分配差距 560 0. 060
 

7
 

0. 032
 

8
 

0. 002
 

1
 

0. 204
 

2
 

公共服务均等化 560 4. 257
 

3
 

0. 430
 

6
 

3. 286
 

1
 

5. 355
 

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560 11. 095
 

6
 

0. 544
 

9
 

9. 430
 

0
 

13. 055
 

7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万元) 560 16. 785
 

4
 

0. 968
 

5
 

13. 899
 

0
 

19. 012
 

9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560 18. 441
 

7
 

1. 018
 

8
 

15. 680
 

3
 

21. 376
 

1
 

职工平均工资(元) 560 15. 719
 

6
 

1. 056
 

6
 

13. 002
 

4
 

18. 777
 

2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万元) 560 17. 399
 

3
 

0. 942
 

4
 

14. 819
 

1
 

19. 944
 

9
 

城镇登记失业率(%) 560 0. 109
 

2
 

0. 007
 

2
 

0. 083
 

7
 

0. 126
 

6
 

第二产业 / GDP(%) 560 0. 417
 

8
 

0. 090
 

5
 

0. 150
 

5
 

0. 601
 

3
 

城镇化率(%) 560 0. 716
 

5
 

0. 125
 

8
 

0. 439
 

6
 

1. 000
 

0
 

五、实证分析

(一)实证结果

1. “重庆模式”的改革效果。 合成控制法是数

据驱动方法的一种,若合成控制对象在政策实施

前的拟合情况较好,就能反映房产税的实际效果。
在本文中,构成合成重庆收入分配差距的权重组

合为石家庄市(0. 084)、深圳市(0. 168)、西宁市

(0. 629)、贵阳市(0. 119),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权

重组合为厦门市(0. 028)、西安市(0. 229)、贵阳

市 ( 0. 462 )、 银 川 市 ( 0. 007 )、 乌 鲁 木 齐 市

(0. 274),其余城市权重组合为 0􀃊􀁉􀁖。 表 3 展示了

各主要变量拟合情况,各变量拟合误差较小,表明

合成控制法对除重庆和上海外的 33 个大中城市

作为参照组进行权重赋值后,得到的合成重庆可

较好地拟合实际重庆在房产税改革前的特征。

·58·



表 3　 实际重庆与合成重庆主要变量拟合情况

　 　 变量 实际重庆 合成重庆 变量　 　 　 　 实际重庆 合成重庆
收入分配差距[2006(1)2010] 0. 068

 

0. 072
 

公共服务均等化[2006(1)2010] 3. 910
 

3. 90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0. 152
 

10. 15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0. 152
 

10. 201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5. 195
 

15. 154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5. 195
 

15. 344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6. 912
 

16. 913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6. 912
 

17. 109
 

职工平均工资 14. 064
 

14. 142
 

职工平均工资 14. 064
 

14. 447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15. 987
 

15. 971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15. 987
 

16. 154
 

城镇登记失业率 0. 010
 

0. 105
 

城镇登记失业率 0. 010
 

1
 

0. 010
 

3
 

第二产业 / GDP 0. 467
 

0. 456
 

第二产业 / GDP 0. 467
 

0. 465
 

城镇化率 0. 753
 

0. 736
 

城镇化率 0. 753
 

0. 697
 

收入分配差距(2006) 8. 783
 

8. 774
 

公共服务均等化(2006) 3. 816
 

3. 820
 

收入分配差距(2008) 9. 009
 

8. 994
 

公共服务均等化(2008) 3. 899
 

3. 893
 

收入分配差距(2010) 9. 091
 

9. 090
 

公共服务均等化(2010) 4. 005
 

3. 997
 

　 　 图 1 和图 2 分别刻画了实际重庆和合成重庆

在 2006—2021 年收入分配差距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变化情况,竖虚线表示房产税改革实施的年份。
2011 年之前,实际重庆与合成重庆的收入差距较

小,说明合成重庆较好拟合了重庆的公平性效果;
2011 年及其之后的年份,合成重庆和实际重庆差距

呈扩大趋势,即合成重庆的收入分配差距高于实际

重庆,而公共服务均等化低于实际重庆,两者差值

正是“重庆模式”对社会公平性的政策效果。 这意

味着相比于没有征收房产税的重庆,税改方案的实

图 1　 实际重庆和合成重庆收入分配差距

图 2　 实际重庆和合成重庆公共服务均等化

施抑制了重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且利于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验证了假设 1。
　 　 2. “上海模式”的改革效果。 当收入分配差距

作为预测变量时,构成合成上海的权重组合为呼和

浩特市(0. 044)、厦门市(0. 279)、广州市(0. 677),
其余城市权重组合为 0,各变量拟合误差较小,表 4
说明合成参数是有效的。 当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

预测变量时,无法找到合适的权重对其进行拟合,
与刘甲炎和范子英[22]的发现一致,故暂不能确定房

产税政策对上海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下文使用

双重差分法作为替代进行探究。
图 3 刻画了实际上海和合成上海在 2006—

2021 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情况,竖虚线左侧实际

上海与合成上海几乎重合,拟合度较高;竖虚线右

侧,两者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偏离现象,合成上海的

收入分配差距低于实际上海,这意味着与“重庆模

式”相反,房产税政策的实施加剧了上海收入分配

差距的扩大,验证了假设 2。 图 4 仅展现出实际上

海公共服务的变动状况,初步得出上海的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房产税对其是否存在影

响还需深一步分析。
表 4　 实际上海与合成上海主要变量拟合情况

　 　 　 　 变量 实际上海 合成上海

收入分配差距[2006(1)2010] 0. 103
 

4
 

0. 104
 

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1. 156
 

11. 280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7. 622
 

17. 231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9. 721
 

18. 952
 

职工平均工资 16. 628
 

16. 086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18. 603
 

18. 049
 

城镇登记失业率 0. 125
 

0. 117
 

第二产业 / GDP 0. 445
 

0. 394
 

城镇化率 0. 896
 

0. 827
 

收入分配差距(2006) 9. 346
 

9. 370
 

收入分配差距(2008) 9. 635
 

9. 628
 

收入分配差距(2010) 9. 803
 

9.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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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际上海和合成上海收入分配差距

图 4　 实际上海公共服务均等化

3. 社会公平性效果分析。 沪渝房产税试点是

房地产税改革的前沿探索,由实证结论可知,虽两

地同期进行改革,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均朝着均

等化迈进,但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却截然相

反,即“重庆模式” 具有较强的公平性,“上海模

式”相对较弱。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税改方案的细

节差异是影响公平性效果的关键之一,同时也不

可忽视沪渝两地自身环境的差别,具体如下。
从房产税改方案细节看,一是征收对象“存

量”与“增量”的区别,上海税改针对新购房,而重

庆将新旧房都包括在内,意味着与重庆“多套房者

多缴税”不同,上海的政策并未影响拥有存量房的

富有群体,税收负担最终落到税改后购买房产的

中低等收入群体[16] ,“新旧不一”的税改政策进一

步扩大上海收入分配差距;二是税率“阶梯” 与

“统一”的区别,上海使用固定的基本和优惠税率,
而重庆是差别化税率,说明与重庆“多收入者多缴

税”不同,上海“一刀切”式将不同收入水平的群

体归入同一缴纳体系中,忽视了房产税收入分配

的调节作用。

从沪渝自身环境看,一是经济环境的差别,上
海作为金融贸易中心,发达的经济使得房价持续

存在飙升的预期,高收入群体会以“付税而不降

价”的方式继续投资房地产,出现“需求不降反

升”的政策偏差,而重庆虽是国家新一线城市,房
价相比于上海较低,但是这种社会财富的逆分配

效应并不明显;二是制度环境的差别,上海对外来

人口的户籍限制较多,如积分制、社保条件等,大
部分拥有住房的是本地居民,外来人口以租房为

主,出租方将税收转嫁给租房者,更高的房租使得

租房者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同样会进一步拉大收

入分配差距[28] 。 综上,“重庆模式”在缩小收入分

配差距方面优于“上海模式”,但这并不代表上海

税改方案劣于重庆,优劣与否,与自身状况相应匹

配才是关键。
(二)稳健性检验

1. 双重差分法。 借鉴刘甲炎和范子英[22] 的

做法,添加城市和年份虚拟变量构造双重差分模

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分析上海房产税对公共

服务的影响效果,设定如下模型:
Fairit =β0 +β1postt+β2 treati+β3postt×treati +β4X+

μi+ηt+εit (6)
其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Fairit 表示城市

i 在 t 时的社会公平性效果,具体包括居民收入分

配差距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于进行房产税试点

改革的处理组上海和重庆,赋值 treati = 1,没有进

行改革的赋值为 treati = 0;类似地,若城市在 2011
年进行税改,2011 年及以后赋值 post = 1,2011 年

之前赋值 postt = 0;交乘项 postt ×treati 表示沪渝房

产税改革对公平性效果的影响;X 为控制变量,如
前文;μi 为地区固定效应,η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误差项。 本文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图 5 显示,
2011 年房产税之前平行趋势均不显著,之后显著,
即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由表 5 可知,上海的公共服

务均等化交乘项的系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

著,表明上海市房产税的实施同样有利于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的提高。 此外,其余双重差分法的估计

结果与合成控制法一致,说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结

果是稳健的,进一步可得出,重庆市房产税提升

1%,收入分配差距缩小 3. 12%,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升 14. 8%。 上海市房产税提升 1%,收入分配差

距扩大 2. 13%,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 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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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平行趋势检验

表 5　 双重差分法回归结果

重庆 上海

收入分配差距 公共服务均等化 收入分配差距 公共服务均等化
Treatt×Posti -0. 031

 

2∗∗∗ 0. 148∗∗∗ 0. 021
 

3∗∗∗ 0. 261∗∗

(0. 005
 

1) (0. 032
 

2) (0. 005
 

6) (0. 045
 

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 031

 

4∗∗∗ -0. 008
 

3
 

-0. 028
 

6∗∗∗ -0. 318∗∗∗

(0. 004
 

8) (0. 025
 

1) (0. 002
 

6) (0. 020
 

2)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 006

 

6
 

0. 032
 

1
 

0. 006
 

2
 

0. 275∗∗∗

(0. 005
 

4) (0. 027
 

0) (0. 003
 

6) (0. 028
 

4)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0. 008

 

6
 

0. 104∗∗ 0. 016
 

3∗∗ 0. 321∗∗∗

(0. 007
 

2) (0. 037
 

4) (0. 006
 

0) (0. 046
 

3)
职工平均工资 -0. 019

 

1∗∗∗ 0. 056
 

0∗ 0. 003
 

4
 

-0. 081
 

6∗∗

(0. 004
 

1) (0. 025
 

2) (0. 003
 

7) (0. 029
 

9)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0. 026

 

1∗∗∗ -0. 084
 

9∗ -0. 025
 

0∗∗∗ -0. 035
 

9
 

(0. 007
 

3) (0. 040
 

8) (0. 005
 

2) (0. 039
 

0)
城镇登记失业率 -0. 000

 

2
 

0. 025
 

7∗∗ -0. 000
 

8
 

0. 078
 

4∗∗∗

(0. 001
 

5) (0. 009
 

0) (0. 001
 

6) (0. 012
 

6)
第二产业 / GDP -0. 000

 

1
 

0. 000
 

8
 

-0. 000
 

46∗∗∗ 0. 000
 

7
 

(0. 000
 

2) (0. 001
 

0) (0. 000
 

1) (0. 000
 

7)
城镇化率 -0. 193∗∗∗ 0. 230∗∗ -0. 185∗∗∗ 0. 366∗∗∗

(0. 014
 

3) (0. 080
 

2) (0. 009
 

8) (0. 073
 

9)
常数 0. 988∗∗∗ 1. 917∗∗∗ 0. 514∗∗∗ -1. 985∗∗∗

(0. 096
 

5) (0. 551
 

4) (0. 022
 

5) (0. 180
 

2)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60

 

560
 

560
 

560
 

R2 0. 756
 

8
 

0. 852
 

5
 

0. 763
 

7
 

0. 906
 

7
 

　 　 注:∗∗∗、∗∗、∗分别表示在 1%
 

、5%、10%的水平上显著。

　 　 2. 安慰剂检验。 参照 Abadie 等[44] 的做法,
选取一个没有进行房产税试点的城市进行同样

分析。 若此城市的公平性效果变动趋势与重庆

或上海一致,说明合成控制法得到的结果是不可

靠的。 当收入分配差距作为预测变量时,合成重

庆中选取所占权重最大的西宁市,合成上海中选

取权重最大的广州市;当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预

测变量时,合成重庆中选取权重最大的贵阳市。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在 2011 年之前,西宁市、广
州市及贵阳市的公平性效果很好地拟合了其实际

值,2011 年后这些城市的公平性效果均未呈现与

沪渝两地相同的变化状态,即房产税扩大了西宁市

图 6　 合成西宁、广州、贵阳与实际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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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分配差距,对广州市起缩小作用,同时也降

低了贵阳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分析结论再

次证明了合成控制法结果的稳健性,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房产税试点改革是影响沪渝公平性效果的

因素之一。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 2011 年沪渝房产税改革试点作为自

然实验,基于 2006—2021 年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

的面板数据,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公共服务均

等化两个维度,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两地房产税

政策对社会公平性的影响效果,并探析效果产生

差异的原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总体上,征收房

产税对社会公平性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特

征明显,相较于重庆,上海税改方案的社会公平性

稍弱;第二,从居民角度,“重庆模式”有助于缩小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上海模式”则相反,从政府角

度,两种模式都显著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第三,重庆和上海房产税公平性效果的差异

化,不仅与房产税本身有关,也离不开所处的经济

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寻求与自身匹配的税收政策

是提升房产税改革效果的关键。
结合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优化税改方案,扩推房产税改革。 实现政

策的平稳过渡,逐步实现税基、税率、房产税收入

良性循环和稳步提升。 征税环节上,要着重考虑

房产的出售或出租环节,具体根据房屋的不同使

用情况和价值来征收相应的税费。 比如在出租

环节,税收的设定可能考虑租金收入的高低、房
产的地理位置和品质等因素;在出售环节,要考

虑增值额的大小、持有时间的长短、房产的原始

价值和市场价值等因素。 这有助于平衡供求关

系,调控房价,体现税收的公平。 税率设计上,房
产税的制定要贯彻“合理分批” 的思路,设立梯

度式税率,按收入状况和住房价值差别对待,合
理化减免标准。 例如,对于普通自住房免税,以
减轻普通家庭的税收负担,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对于投资性房产,可以适当提高税

率,以调节房地产市场,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

用。 此外,还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房产

的市场差异和实际情况,确保税收政策的公平性

和合理性。

2. 规范公共服务,稳定财政收入来源。 一方

面,在房产税的总体设计上,将房产税收入纳入地

方财政体系,并规定用于当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与改善,充分发挥房产税作为“地方税”和“受益

税”的双重属性作用。 赋予地方房产税设计的自

主权,设置房产税专项补贴资金,激励政府提升服

务质量,兼顾发展与公平,推动城乡均衡建设和实

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另一方面,随着

房产税的改革推进及其受益属性扩大,宽税基和

公共服务资本化使得地方政府拥有稳定的财政收

入来源,实现地方政府财政体系现代化,对地方治

理具有深远的影响。 同时,建立健全的房产登记

和评估制度,确保房产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防止其过度投机和泡

沫现象,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3.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注重城乡统筹发展。

其一,房产税政策应向民生建设倾斜,积极引导

刚性住房需求,推动商品房建设适用普通群众。
关注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加大保障性住房税收

优惠力度,合理与本地户籍挂钩,切实保障居民

利益。 此外,应该充分考虑个人房产财产性收入

的保护。 可以设立一定的免税额度,对于符合条

件的房产给予税收减免政策。 同时,对于低收入

家庭、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

策,以减轻其经济负担。 其二,辅之以配套改革

措施,优化当地医疗、教育及社保制度,同时贯彻

财政民主机制,提升公众对税改的认可度,加快

建立城乡公共财政一体化的进程。 各地区应系

统地评估实施房产税可能产生的多种影响,切实

保障居民的合理诉求,有效提升居民福利。 同

时,还应该加强政策解释和答疑工作,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和疑虑,增强人民群众对房产税的信任

和支持。
4. 注重“差异”与“适用”,突出地方税特征。

赋予地方政府在房产税设计上的更大自主权,使
其能够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更加符合地方发展

的税收政策。 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房地产

市场发展情况,并兼顾当地人口发展目标,在征税

对象的选择、税率适用、人均免税面积扣除上要适

度给予地方政府合理的管理权。 立足本地实情,
审慎评估地区环境差异,因地制宜深化改革,推动

商品房建设更多地面向普通群众,并与各地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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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等有效搭配,要确保房

产税既公平合理又有效可行,加强税收征管力度

和监管机制建设,确保税收政策的顺利实施和有

效执行。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见 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2020-11 / 03 / content_5556991. htm。

②《关于印发〈“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通知》,见
https: / / www. ndrc. gov. cn / xxgk / zcfb / ghwb / 202201 / t202201
10_1311622. html。

③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9 年中国人均可

支配收入行业分析报告———市场现状调查与投资战略研

究》,见 http: / / data. chinabaogao. com / hgshj / 2020 / 051T935
K2020. html。

④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家庭财富调研组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2019》,见 http: / / www. ce. cn /
xwzx / gnsz / gdxw / 201910 / 30 / t20191030_33477567. shtml。

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见 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2020-05 / 18 / content_5512696. htm。

⑥2011 年 1 月,上海、重庆宣布开始试点房产税,上海

征收对象为本市居民新购房且属于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和

非本市居民新购房,税率暂定 0. 6%;重庆征收对象是独栋

别墅高档公寓,以及无工作无户口无投资人员所购二套

房,税率为 0. 5% ~ 1. 2%。
⑦《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0 年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见 https: / / www. gov. cn /
gongbao / content / 2010 / content_1620587. htm。

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见 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2020-11 / 03 / content_5556991. htm。

⑨以上表述均为 2011 年上海和重庆房产税实施方案

的细则。 2024 年 2 月,重庆市发布了关于修改《重庆市关

于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
和《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的决定,
具体修改如下:重庆应税住房的计税价值为房产交易价,
房产税暂按房产交易价的 70%计算缴纳。 同时,新购的独

栋商品住宅、高档住房,免税面积改为 180 平方米。 同时,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房产税房产原值减除比例

的通知》也明确,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本市按照房产余

值计算缴纳房产税的纳税人,房产原值减除比例调整为百

分之三十,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⑩1986 年 9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房产税暂行条例》,正式提出了征收城市房产税。

􀃊􀁉􀁓2020 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城镇居民

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结构呈现

出明显的分化现象,金融资产占比低,而房产占比高达

70%以上。 拥有 1 套、2 套和 3 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占比

分别为 58. 4%、31%和 10. 5%。 这意味着房产已经成为大

部分家庭的主要资产配置手段。 高收入家庭原本就比中

低收入家庭拥有更多的财富,再通过“炒地皮”等手段获

得巨大的财产增值收益,这进一步挤压了中低收入阶层的

福利,扩大收入差距。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具体包括:一是公共教育,包

括小学学校数、普通本专科学生以及高等学校学校数;二
是医疗卫生,包括医生数、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总和以及

医院和卫生院数总和;三是基层设施,包括公共图书馆总

藏量、公路货运量以及铁路货运量;四是资源环境,包括全

年供水总量以及园林绿地面积。
􀃊􀁉􀁕35 个大中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北京、

天津、上海、石家庄、太原、兰州、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
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青
岛、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
成都、贵阳、昆明、西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不同城市的权重是使用 stata 进行合成控制操作中

自动拟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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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5
 

large
 

and
 

medium - sized
 

cities
 

from
 

2006
 

to
 

2021,
 

this
 

paper
 

takes
 

the
 

Shanghai -
Chongqing

 

property
 

tax
 

reform
 

pilot
 

event
 

in
 

2011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uses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effect
 

of
 

property
 

tax
 

reform
 

from
 

two
 

dimensions: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s.
 

The
 

re-
sults

 

show
 

that:(1)
 

On
 

the
 

whole,
 

the
 

property
 

tax
 

has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social
 

equity,
 

the
 

fairness
 

of
 

Chongqing's
 

tax
 

reform
 

plan
 

is
 

relatively
 

strong,
 

while
 

that
 

of
 

Shanghai
 

is
 

weaker.
 

(2)
 

" Chongqing
 

model"
 

is
 

helpful
 

to
 

narrow
 

the
 

income
 

distri-
bution

 

gap
 

of
 

residents,
 

while
 

" Shanghai
 

model"
 

is
 

the
 

opposite,
 

but
 

both
 

model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equaliza-
tion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s.
 

In
 

this
 

regar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we
 

should
 

optimize
 

the
 

tax
 

reform
 

plan
 

and
 

expand
 

property
 

tax
 

reform,
 

standardize
 

public
 

services
 

and
 

stabilize
 

sources
 

of
 

fiscal
 

reve-
nue,

 

narrow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pay
 

attention
 

to
 

"
difference"

 

and
 

" application"
 

and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taxes.
Key

 

words:property
 

tax;income
 

distribution
 

gap;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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